































































































































































































16 『清議報』22冊、1899年 7月 28日。『文集』之三、73頁。
17 例えば、「説動」（『知新報』43冊、1898年 2月 11日）では、「民権の参用」によって「動力」
を生じさせ、「国権」を強固なものにしようという発想が見られる。『文集』之三、40頁。






































































































































































































































































45 『新民叢報』3号、1902年 3月 10日、『文集』之十、1–5頁。








































48 『清議報』18冊、1899年 6月 18日。『集外文』下冊、1221頁。
49 『清議報』99冊、1901年 12月 1日。『文集』之六、102頁。




























































































































61 『新民叢報』24号、1903年 2月 11日。『文集』之十四、30–31頁。


























































































































































76 この点については、川尻文彦「梁啓超的政治学 ―― 以明治日本的国家学和伯倫知理的受容為中
心」（『洛陽師範学院学報』30巻 1号、2011）第 6章など参照。
77 「答某報第四号対於新民叢報之駁論」（『新民叢報』79号、1906年 4月 24日）、『文集』之十八、79頁。
78 もちろん、梁啓超が個々の西洋の思想家の学説を積極的に紹介していた時期の議論にもこうし
た傾向が無かったわけではないが、革命派との論争の中で、それが一層強まっていったということ
は認められよう。
― 43 ―
梁啓超の国家論におけるルソーおよびブルンチュリの位置（高柳信夫）
梁启超国家思想新探
――以卢梭“民约论”与伯伦知理“国家有机体说”之关系为中心
高柳信夫
　　梁启超（1873 ～ 1929）是近代中国国家思想奠基人之一。戊戌变法失败后，
梁启超逃亡日本。在日本，他通过接触明治时期的日文书籍，吸取各种西方社会
科学理论，“思想为之一变”，逐渐摆脱康有为的影响，成为一位国家主义者。
　　在梁启超的国家思想的形成过程中 , 卢梭的“民约论”与伯伦知理的“国家有
机体说”无疑是对梁氏影响最大的两种学说。同时，伯伦知理强烈批判卢梭“民
约论”，指出历史上并没有通过“民约”成立的国家，“民约论”与“国家有机体说”
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然而，梁启超对此两种相互对立学说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以前，一般认为，梁启超首先接受民约论，鼓吹卢梭式的革命思想。可是
1903 年梁氏访问美国之后，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发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
积极介绍“国家有机体说”，大力宣传伯氏对卢梭的批评，放弃卢梭民约论。
　　但是，梁启超早在 1899 年在《清议报》上连载伯伦知理《国家论》的部分翻译。
有些学者指出梁氏的国家观一直是根据伯氏国家学说，基本上笔者也同意此种看
法。如果这样的话，梁启超为何能够接受与伯氏学说对立的“民约论”呢？ 笔者
认为，关键在于“民约论”的理论性、虚构性。
　　《卢梭学案》（1901）指出 ：“卢梭民约之说，非指建邦之实迹，特以为其理不
可不如是云尔。” 与此相反，伯伦知理的学说是建立在历史现实上的。也就是说，
卢氏与伯氏讨论的对象之间有“层次”上的不同，因此，卢氏学说与伯氏学说不
是完全相互矛盾的。（伯氏对民约论的批评可以说是针对将“民约”误解为历史事
实的人们的。）
　　例如，《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1902）一文同时采取了“民约论”与“国家
有机体说”。而且，在《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后半部）（1904）中，我们可
以知道梁启超从美国归来后也没有完全放弃“作为理论的民约论”。

